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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秀兵

Ⅰ　选题缘起

　　扬州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冀州、兖州、青州、徐州、
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的传说，扬州即为其一。自唐以来，
扬州时常被认为是歌舞升平、远离主流文化之地，屡为诗人所吟咏，如 “十
年一觉扬州梦”（唐・杜牧《遣怀》），“人生只合扬州死”（唐・张祜《纵游

淮南》）等等。其实，“清乾隆以后，最重要的文化全在扬州，像王念孙、汪

中、焦循、江藩等人就云集于此”。（启功2010：153）而王、汪、焦、江等

人正是清代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清代扬州学派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共同体，
因其成员均系扬州府籍或流寓扬州而得名。
　　清代扬州学派的形成与扬州的地理位置、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条件相关。扬州是地处长江下游的水运交通枢纽、京杭运河中段的要津和清

政府的盐务重心，但它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地，较诸南京、苏州受

政府和地区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较弱。乾嘉之际，扬州成为江南最为繁华

的商业城市，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的必驻都会。经济繁荣也

带来了文化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等都云集于此著述讲学。扬州

历任地方官与鹾政、转运使及一些大盐商，大都礼贤下士，重视府学和书院

教育。例如，扬州学派的汪中以盐政戴全德荐，往杭州校勘文澜阁《四库全

书》；扬州学派的任大椿、李惇、王念孙、汪中、刘台拱等均肄业于安定书

院和梅花书院等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
　　自清末以来，学者逐渐注意到地域与学术之关系，分地域、分领域成为

研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指出，学问 “当
分业发展，分地发展。……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

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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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

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

量之发展”。刘师培《清儒得失论》说：“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厥后战

胜苗族，开启南方。秦汉以还，闽越之疆始为汉土。故三代之时，学术兴于

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

其后。”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详考中国南北方在诸多学术领域的风格

流变，指出 “南学” 以吴越和浙闽为中心，“北学” 以徽州和扬州为中心，
南北学派各有特点并相互影响。刘氏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扬州学术群体在清

代学术中的重要地位，“及惠、洪、顾、赵友教扬州，而南学渐输于江北。
……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

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
　　现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学科细化、专门化，而扬州学派治学范围广博，
涵盖天文、历算、经学、小学、诸子、历史、地理、文学等诸多领域，可能

无法简单纳入现代某一学科体系之中。本文以语言学为视角，参考前贤有关

扬州学派的研究成果，钩稽扬州学派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总体风貌，以窥扬

州学派宏大学术殿堂之一斑。

Ⅱ　清代“扬州学派”界说

　　乾嘉汉学，又称 “乾嘉朴学”，专指考证、训诂之学，其特征是崇尚汉

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乾嘉汉学肇始于清初顾炎武，顾氏在《日

知录》中痛斥明代文人因空谈理学心性而误国，“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

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主张欲求正确理解儒家经典必须以究明字义训诂为基础，“读九经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
　　嘉庆十六年（1811）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著成，宣告 “汉学” 成为

清代学术的主流。该书总结清代汉学的发端、奠基、鼎盛三个阶段，梳理了

推动学术发展的师承传授关系。江藩在前言中讲：“至本朝，三惠之学，盛

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该书为后学评述清代汉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章炳麟《訄书・清儒》说清代

“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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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清代学术 “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集中介绍了清代汉学之发端人物黄宗羲和

顾炎武，卷一介绍汉学之奠基人物康熙年间的阎若璩、胡渭。卷二至卷六，
是全书的主体，吴、皖两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构成其主干。卷七为陈厚

耀、程晋芳、贾田祖、李惇、江德量、汪中、顾九苞、刘台拱、徐复、汪光

爔、李钟泗、凌廷堪等扬州地区学者，因王念孙等学者当时尚健在，故未列

入。江藩将扬州地区的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集中亮相，也意味着 “扬州学派”
一词已经呼之欲出！其后，“扬州学派” 逐步为学界所认可，其界定亦逐渐

明晰。
　　清中后期的学者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最早提到 “扬州学派” 名号，
他说：“扬州汪氏（即汪中）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
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乾嘉学

派除了吴、皖两派，“尚有扬州一派”。民国初年尹炎武所撰《刘师培外传》
亦较早提出 “扬州学派” 并有简单论述。此后还有支伟成、柴德赓等学者也

不同程度上关注过扬州学派。第一个对扬州学派进行系统评述的要算当代学

者张舜徽先生。1946年，张氏在兰州大学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重点

放在扬州学派。1962年，张氏出版了《清代扬州学记》（1）。1980年，张氏在

扬州师范学院作了 “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 的演讲。1991

年，张氏又在新出版的《清儒学记》中，专立 “扬州学记” 一章，指出吴、皖、
扬三派各自的学术特征，即 “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卞孝

萱2005）
　　清代扬州府，下辖泰州、高邮二州和宝应、兴化、江都、仪征、甘泉、
东台六县，人文学术发达（如出现了著名画家 “扬州八怪” 等），对清代及

后世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名词，扬州学派并不

是贯穿于扬州地区从古至今的一个学派，也不能把从清初到清末，凡属扬州

籍的学者，都笼统地划入扬州学派。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
顾炎武乃乾嘉学派的 “不祧之祖”，阎若璩、胡渭等是其 “直接先驱”，但在

顾、阎、胡等人时期，乾嘉汉学尚并未形成独立学派，直到乾隆时期的惠栋

公开打出汉学旗帜后，乾嘉汉学才正式成为独立的学派，接着在乾嘉汉学中

（1）  本文征引的有关扬州学派成员的论述，均见于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等著作，为减少

行文枝蔓，恕不另行标注详细出处及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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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化出吴派和皖派，形成汉学的鼎盛局面。扬州学派活跃于乾嘉道时期，
其直接的学术渊源是乾嘉汉学中的吴、皖两派，是在乾嘉汉学发展至鼎盛并

逐渐走向衰落之际产生的一个学派。

Ⅲ　扬州学派代表⼈物的语⾔学研究实绩

　　扬州学派是在不断发展壮大并自我体认中逐渐从吴、皖两派中独立出来

的。汪中《述学外篇・大清故知县候选李君（惇）之铭》：“是时古学大兴，
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有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

之，中及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席，不相依附。” 可见，
在惠栋和戴震各创学派，为学者所宗之后，汪中、李惇、王念孙、刘台拱等

亦 “各成其学”，成为扬州学派的开创人物。尹炎武《刘师培外传》明确肯

定了扬州学派的存在，而且勾勒出该学派的发展线索、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及

其学术成就，“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
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师培晚出，袭

三世经传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隆有吴、
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
　　乾嘉学派的 “小学” 成就举世公认，“小学” 最初附庸于经学，是中国

语言文字学的前身，包括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等分支。扬州学派是从乾

嘉学派中发展独立出来的，在 “小学” 研究领域可谓硕果累累，下面简述扬

州学派代表人物在传统 “小学” 即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脉络和主

要成绩。为叙述方便，请先看表１《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相关论著示例》：

表１　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相关论著示例

人物 生卒年 地区 语言学相关论著举例

王懋竑 1668‒1741 宝应 《朱子年谱》

刘台拱 1751‒1805 宝应
《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
《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汉学拾遗》《文集》

刘宝楠 1791‒1855 宝应 《论语正义》
王念孙 1744‒1832 高邮 《广雅疏证》《读书杂志》
王引之 1766‒1834 高邮 《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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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生卒年 地区 语言学相关论著举例

任大椿 1738‒1789 兴化 《弁服释例》《深衣释例》《小学钩沉》
汪　中 1744‒1794 江都 《述学》《小学》《说文求端》
江　藩 1761‒1831 甘泉 《国朝汉学师承记》
焦　循 1763‒1820 江都 《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雕菰楼集》
黄承吉 1771‒1842 江都 《字诂义府合按》

阮　元 1764‒1849 仪征
《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山左金石志》《积古
斋钟鼎彝器款识》

刘文淇 1789‒1854 仪征 《左传旧注疏证》《左传旧疏考正》
刘师培 1884‒1919 仪征 《刘申叔遗书》

１　王懋竑及其同乡后学

　　王懋竑虽然专攻宋明理学，却从朱子遗书中整理出许多实用的语言学知

识，开朴学风气之先。他研究朱子之学，是运用考证的方法，和一般浅尝浮

慕的人不同。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钦佩其谨严方正之学风，为其《朱子年谱》
作序时说：“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
其同乡后学刘台拱、朱彬、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成蓉镜、刘嶽云等，
均受其影响。尤其是刘台拱，“在乾嘉学者中，允推第一流”。刘台拱的学术

又影响到他的表弟朱彬和侄儿刘宝楠。刘宝楠《念楼集》卷六《问经图序》：
“窃谓今之言经学者，以许、郑为宗。许氏明于六书，郑氏精通《三礼》。然

郑氏注经，于《毛诗》《礼记》则云：某字作某，某读曰某，于《周礼》载

故书；于《仪礼》载今古文，故而郑氏精于小学。魏晋以来，乞于宋明，张

揖、陆德明、李善、徐氏兄弟外，少有精研小学者。故郑学既微，而许氏之

学几绝。国朝经学昌明，过于汉唐。由训诂声音以求义理，复由仓颉作书之

指以求其本义及其通假，而经学益大明。虽佶屈不可读之书，无不晓畅明白。
欲治圣经，先通小学。世上有薄小学为不足道者，非真能治经者也。” 刘宝

楠明确说明了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是小学的三个重要分支，由此可以通

经，可以明白义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２　王念孙父子及其学侣任大椿

　　王念孙从小随父亲王安国居京师，其父礼延当时流寓北京的知名学者戴

震到家里，专为念孙讲授经义。因此，念孙做学问的基础，在幼年时便已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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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念孙儿子王引之，一生治学，以父为师。从事声音、训诂、文字之学，
父子讨论，互相证发。引之在少年时，已经和他的父亲同时为学术界所推重

了，“高邮王氏父子” 这一名词也在学术界肯定下来。
　　王氏父子之学的总精神在于 “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
王念孙父子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训诂学和校勘学两方面。王氏父子著述丰瞻，
但最重要的是父子二人共同创作的 “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读书杂志》
《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王念孙毕十年之役方完成注释《广雅》的宏大工程。阮元《揅经室续集》
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评论道：“先生初从东原戴氏受声音文字训诂，
遂通《尔雅》《说文》，皆有撰述矣。继而余姚邵学士晋涵为《尔雅疏》，金

坛段进士玉裁为《说文注》，先生遂不再为之。宗其经学，纳入《广雅》。撰

《广雅疏证》二十三卷，凡汉以前《仓》《雅》古训，皆搜括而通证之。谓训

诂之旨，本于声音。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
之外，似乎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此乃借张揖之书

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 嘉

庆元年（1796）王念孙在自作《广雅疏证序》中讲道，十年来以注释《广雅》
为日课，每日疏证三字，寒暑无间，至是粗成。《广雅疏证》每每通过一个

字联系到若干字，错综旁通，不仅仅解释疑义，更重要的是 “借张揖书，示

人大路”，揭示训诂学的弘纲大例。例如，念孙在疏证《释诂》时，由 “取”
义，联系到 “聚” 义，谈到 “聚” 义，又联系到 “众” 义，说明了词汇由于

义类相近相因而彼此互通的道理，揭示了词义引申运动的规律。此类发凡起

例，不胜枚举。王念孙之所以能完成疏证《广雅》这一成就，得益于他 “以
声音贯穿训诂” 的综合研究工作，具体表现在：⑴以韵部为纲，依据自己所

考定的古韵21部，将古书训诂材料分成21表。⑵以声纽为纲，依据古声23母，
将古书训诂材料，汇而释之。1922年，上虞罗振玉购得王氏《雅诂表》21

册及《释大》２册，就分别为以韵部和声纽为纲编写，皆属撰写《广雅疏证》
的素材。张舜徽（2005：66）极为称许其治学方法：“用声音贯穿文字，从而

发现声义相通之故。这种方法，可说是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方法了。”
　　王引之治学秉承父教，21岁时应试不中，遂 “亟求《尔雅》《说文》《音

学五书》”，之后 “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训诂者”，四年之后念孙语以古

韵21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经师训诂之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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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习惯于对实字的训诂，而对虚字容易忽略，每每将虚字作实字解。
王引之对虚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经义述闻》卷五证明《毛诗・
郑风・终风》“终风且暴” 的 “终” 字与 “既” 为一语之转。《经义述闻》保

存此类发现还很多。王引之又用此法，遍搜古籍虚字160字，撰成《经传释词》
十卷，蔚为大观。
　　训诂学与校勘学关系密切。王念孙作《广雅疏证》，除了诠释训诂，还

做了一番仔细的校勘工作，这可以看作是对训诂成果的实际应用，正如张舜

徽（2005：69）所言：“清代诸儒，包括王氏父子在内，早已将古声韵学、训

诂学上的研究成果、贯注到校书工作中去了。” 总体上，王氏父子的校书工作，
覆盖经典和诸子，虽然王氏父子校书存在过于笃信类书的现象而遭人诟病，
但是其在校勘学上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任大椿是王氏最紧密的学侣，他从考证训诂、名物和制度入手研究经学。
他沿着戴震《七经小记》的方向发展，写成《弁服释例》《深衣释例》《释繒》
等，为后来的名物、制度考释工作做了很好的示范。任氏在辑录小学佚书方

面成绩斐然，其代表性著作有《字林考逸》《小学钩沉》等，虽然辑佚效果

不甚理想，但在学界亦有开路之功。

３　汪中父子及其学侣江藩

　　汪中学术门庭轩敞，尤以诸子学和诗文创作见长。张舜徽（2005：90‒
94）总结汪中在经学、周秦诸子、古代制度名物、古书语法等方面的重要发

明和发现，是由于他善于做融会贯通、疏明大例的工作。汪中在语言学方面

颇有成就，如所著《述学内篇・明堂通释》论证经典中的 “明堂” 有六，分

别是宗周、东都、路寝、方岳之下、太学、鲁太庙，说明了古代建筑或制度

名同实异的通例，给考古者启发极大。《述学内篇・释三九上》说明古书中

称 “三” 称 “九”，多是虚数；还说 “通其语言则不胶其文字矣”，这就直接

指出语言与文字之别，达到了很高的语言学理论境界。《述学内篇・释三九中》
说，古人的发言时，有 “曲” 有 “形容”，已经具有极高的修辞学意识。
　　喜孙乃汪中之子，与其父一样遭受早孤命运，结果刻苦自立，在学术上

亦卓有成就，他认为做学问，必须弄清楚本末先后，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

进。他在《从政录》卷一《再示左生书》中极力强调声韵之学等传统语言文

字学根柢，“《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览，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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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数万卷不能注。……为王宗伯之学者，远之读先秦、两汉之书，近之考

顾、江、段、戴、江之古韵十部、十三部、十七部、二十一部。所以，非数

十年、数万卷不为功。”
　　江藩，是汪中最亲密的学侣，前揭《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书足以奠定其

语言学大师的地位。

４　焦循父子与黄承吉

　　焦循学问规模宏阔，号称 “通儒”。焦氏以研究《易经》的成绩最为专精，
这得益于 “数学”、“训诂学” 两方面的知识，所谓的六书、九数之学，完全

运用到《易经》的研究中去了。《雕菰楼集》卷八有《周易用假借论》，运用

六书假借之理，说明易辞假借之例。焦循晚年撰《孟子正义》，先写长编，
再加整理。
　　焦循之子焦廷琥，学问亦佳。父子二人，自为师弟。廷琥英年早逝，但

写作却不少，有关语言研究的有《冕服考》《春秋三传经文辨异》等。
　　黄承吉是焦循最亲密的学侣。二人在做学问的方式和方法上彼此感染，
有共同之点。刘师培《左盦外集》卷九《近儒学术统系论》说：“黄承吉友

焦循，移焦氏说《易》之词以治小学。故以声为纲之说，濅以大昌。” 黄承

吉《梦陔堂文集》卷二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在宋人 “右文” 说的基

础上，作了一番汉语词源的理论探讨（2）。刘师培《左盦外集》卷二十《扬州

前哲画像记》对黄承吉推崇备至，认为 “黄氏注《字诂义府》，而义原于声

之说明”，师培后来推衍黄氏之说，写成《字义源于字音说》。

５　阮元

　　阮元是亲历乾隆、嘉庆、道光朝的 “三朝元老”，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

学者。嘉、道年间，客观形势需要对成果丰硕的汉学著述作出总结。阮元适

应时代潮流，在广东主持编刻《皇清经解》，汇集清初至乾嘉时期70多位著

名学者的重要著作188种，清朝学术全盛时期的研究成果都网罗在内；在江

西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416卷，撰《校勘记》243卷，总结先儒和清代

学者的校勘成果；在浙江组织人力主编《经籍纂诂》106卷，搜罗唐以前的

（2）  沈兼士有文《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1986），详细介绍 “右文” 说

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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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释资料。这三部大书成为乾嘉汉学总结性的标志。
　　阮元自言 “余之学多在训诂”，此言不虚。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通论・
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盛赞阮元对于古代建筑、制度的

考证，指出 “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
……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阮元留心金石，把铜器上的铭文，看成是可与《九经》并重，其金石研

究，是作为考证经史的依据，解决学术悬案的。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三《商

周铜器说・上》：“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
若器，则罕有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

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

《九经》同之。” 阮元一生在金石考古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揅经

室三集》卷三《金石十事记》记载了包括刊勒《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
《集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及其他一些仿铸、摹刻金石文物等十件大事。

６　刘文淇及其子孙

　　刘文淇乃江都凌曙（亦属扬州学派重要人物）的外甥。文淇一生以研究

《春秋左氏传》为专门之学，其代表性著作有《左传旧注疏证》（未刊行，仅

纂成《长编》）《左传旧疏考正》。《春秋左氏传》也是仪征刘氏一家的专门之

学。
　　文淇之子毓崧、毓崧长子寿曾皆精于训诂，勤于校勘。仪征刘氏三世校

书，总结出了 “分次校书之法”（见刘寿曾《傅雅堂文集》卷一《北堂书钞

斠雠商例答蒯礼卿》）。毓崧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有《周易旧疏考正》《尚书

旧疏考正》等。

７　刘师培

　　刘师培是刘毓崧的第三孙，也是扬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左盦外集》
卷六《正名隅论》说：“训诂者，研究字义之学也；文字者，研究字形之学也；

声韵者，研究字音之学也。必三者具备，然后可以言小学。”《左盦外集》卷

六《正名隅论》《小学发微补》等提出就字音推求字义，取古语以通今言，
亦用今言以通古语，其关键在于声音。这是继承明末黄生《字诂》《义府》
的遗说，综合扬州先辈学者如黄承吉、焦循、阮元、王念孙、引之父子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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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而提出的。刘氏根据这一方法，作过三十多条札记，都被章太炎吸收

到《新方言》中了。1903年，刘师培写《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认为 “欲
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通过语言文字考察古代社会情状，
已经有了社会语言学的意识。
　　刘师培还从应用的角度，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三项主张：⑴提出整理汉

字和改革汉字的建议。⑵主张白话文，认为白话文是启迪民智、普及教育的

有利工具，他在《论文杂记》中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多。以通俗

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

中国之急务也。” ⑶主张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其《读书随笔》中《音韵

反切近于字母》一条曰 “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废各地之

方言，用统一之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由以上诸条可见 “刘氏年少气盛

时识见之颖锐”。

IV　扬州学派语⾔学研究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

１　学术渊源

　　扬州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体现在师承授受、同好交游以及家学渊源三个

方面。
　　扬州学派秉承乾嘉汉学，荟萃吴、皖两派之精华，特别是受皖派戴震的

影响为最。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焦循、汪中、阮元、任大椿都师法戴氏。戴

震 “训诂之学传之高邮王引之，典章之学传之兴化任大椿，而义理之学则江

都焦循能扩之”（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因此，“戴氏弟子，除金坛段氏外，
以扬州为最盛”（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特别是焦循公开以私淑戴

震自任，其《申戴篇》集中体现对戴震学术思想的理解。阮元学术受到焦循

的影响，与戴学一脉相承，其纂辑古训成《经籍纂诂》，最初是戴震提出的，
阮元实衍皖派学术之遗绪。由于扬州学派与戴震关系密切，皖派与扬派既有

渊源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同一个学者，在学派上可以两属。如王念孙是戴

震的弟子，既属皖派，又属于扬派。
　　扬州学派同乡学侣之间互相砥砺，因而学术精进。例如，江藩是乾嘉吴

派学者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与扬州地区的学者汪中、焦循、李惇、刘台拱等

都有深交，与阮元是同里同学，阮元任两广总督时，江藩入其幕协助校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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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经解》，江藩《汉学师承记》即由阮元在广州为之刊刻并作序。再如，刘

台拱与同时的王念孙、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等著名学者同游；汪中、
阮元、焦循等扬州学人，也对王氏父子的学问十分推崇；嘉庆四年（1799）
王引之为阮元《经籍纂诂》作序；黄承吉与同里江藩、焦循、李钟泗友善，
以经义相切磋，时有 “江、焦、黄、李” 之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
扬州学者中此类交游佳话，不一而足。
　　家学渊源也是促成扬州学派根深叶茂的重要因素。家学是指家族世代相

传之学，例如魏晋隋唐时期的颜氏家族既有血缘关系，更有相通的学术观

点（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 崔浩与寇谦之》指出，东汉以后汉族之学

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论学术 “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

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这种 “家门化” 的学术特征，在清代扬州学派内部也

颇为明显，如宝应刘氏、仪征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兴化任氏等家学

隆盛，源远流长（4）。例如，自明初从苏州迁居宝应，迄明末宝应刘氏中的 “淮
南夫子” 刘永澄和 “淮海先生” 刘永沁皆成为富有名望的理学大家，宝应刘

氏一跃而成江淮望族，至清代更是培育出刘台拱、刘宝楠等学术名流。李详

《药裹慵谈》卷三《论扬州学派》云：“吾扬自卢雅雨先生为运使，延惠定宇

修定《感旧集》及《山左诗钞》。华亭沈学子、青浦王述庵与惠同馆卢署，
休宁戴东原往来其间，扬州是时已开小学校雠一派。而吾乡顾文子、任子田

相继而起，高邮则贾田祖、王石臞、李孝臣，宝应有刘端临，江都则汪容甫，
仪征为江秋史，并研精汉学，各树一帜。再次则焦里堂、阮文达、王文简、
黄氏承吉、钟氏怀、李氏钟泗、徐氏复及寓居扬州之凌氏廷堪、江氏藩，是

皆继贾、王而起者。其后又有凌氏曙、汪氏喜孙、薛氏传均、梅氏植之、刘

氏宝楠、成氏蓉镜，与凌氏之甥刘氏文淇。文淇传子毓崧，毓崧传子寿曾、
贵曾兄弟，贵曾传其从子师苍及子师培，是为刘氏四叶之学。刘氏之门有田

氏溥光、薛氏寿、陈氏立，又有刘氏恭冕、梅氏毓，皆传其家学，羽翼刘氏，
不背师法。” 从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再到刘师培，仪征刘氏四世治经，
名震大江南北。论清学者，经常把苏州惠氏和仪征刘氏之家学相提并论，足

证其学术地位之显赫。再如，高邮王念孙父子为清代文献学巨擘，而实际上，

（3）  有关颜氏家族语言文字学的传承发展情况，可参见徐秀兵（2015）。
（4）  在扬州学派中，部分学者自幼贫苦，几无家学可承，如汪中、凌曙、凌廷堪、李钟泗、徐复、

梅毓、刘文淇等，皆 “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其向学发愤之精神尤可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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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王氏之学传至王引之，已然经历了六代。高邮王氏取得如此的学术成绩，
其家学渊源亦不能忽略。
　　为了使扬州学派的学术渊源关系更加直观化，我们可参看图１《扬州学

派学术渊源示例》（引自卞孝萱（2005））：

澐

竑

图１　扬州学派学术渊源示例

２　学术特色

　　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上体现 出的特点为：重视经籍及小学根柢之书，分

工协作以补足学术短板，治学目的注重经世致用，学术研究 “能创能通” “圆
通广大”。
　　如前所述，小学是中国语言学的前身，而小学最初附庸于经学。扬州学

派学者皓首穷经，重视儒家经典（如传统的十三经等，但不限于此）；语言

文字乃通经之工具，因此他们亦均重视《说文》学、《雅》学及音声之学，
而上述特点自戴震已开其端。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记载了戴震强烈

的学术思辨能力，以及三年读通许氏《说文解字》之后通解经典的故事：“君
年十岁，乃能言。就傅读书，过目成诵。塾师授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



－173－

清代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述略

问其师曰：‘此则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

门人记之？’ 师曰：‘此子朱子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 曰：‘南宋。’ 又问：

‘曾子何时人？’ 曰：‘东周。’ 又问：‘周去宋几何时？’ 曰：‘几二千年。’ 曰：‘然
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 师不能答。读书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

之，意不释。师恶其烦，乃取许氏《说文解字》，令检阅之。学之三年，通

其义；于是十三经尽通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扬州学派注重学术研究的分工协作，补足学术短板。
乾嘉之学被后世叫做 “段（玉裁）王（念孙）之学”，段氏虽不属于扬州学派，
而段王之间却是亲密的学侣关系，他们常互通学术信息。乾隆三十一年（1766）
王念孙入京，常诣朱筠，与谈六书精义，后以高价购得毛刻北宋本《说文解

字》，自谓归而发明字学，将著书四种，以配顾氏《音学五书》。乾隆三十八

年（1773），王念孙为朱筠校订汲古阁《说文》刻之，乾隆四十一年（1776），
王念孙正注释《说文》。后来，王念孙得知段玉裁已经致力于注释《说文》，
遂转攻其他学术方向，集中精力作《广雅疏证》。等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成书，念孙欣然为之作序；王念孙《广雅疏证》成书，段玉裁亦为之序。可

见，段王都重视《说文》在文献语言学研究中的根底地位，都有为之作注之

计划和实践，学术眼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二人为避免重复劳动，皆选择

最当用力之处，最终各自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再如，对于专经的疏证。道光

八年（1828），刘文淇、刘宝楠赴金陵应省试，不第，遂相约各治一经，刘

文淇治《左传》，刘宝楠治《论语》。
　　通经致用是扬派学者共同的治学倾向。朴学祖师顾炎武提出由音韵文字

通诸子百家的主张，借以达到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救世” 的经世致用

的目的。顾氏一生以经世济民自任，曾说 “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

者，一切不为”，其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治学主张为扬州学派所崇尚。从总体

上看，乾嘉时期经史考证形成潮流，与吴、皖两派相比，经世致用的思想和

实践在扬派学者中得到了明显的重视和加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就成

为他们和吴、皖两派相区别的一大学术特征。汪中曾说 “中少时问学，实私

淑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表明了自己的学术渊源和

治学宗旨。阮元曾极力称赞顾氏，并说 “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

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以汪、阮为代表的扬派学者看到了汉学脱

离实际的弊端，他们远承顾炎武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主动向经世实学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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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亦推重用世之学，他说：“循谓古人之学，期于实用。” 扬派后期学者汪

喜孙也强调：“通经与力行，更不必别。道与艺合，道与器俱。” 扬派殿军人

物刘师培从应用的角度，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多项主张。
　　语言扬州学派语言学研究还具有 “能创能通” “圆通广大” 的特点。以

惠栋为首的吴派标举 “汉学” 旗帜，门户之见颇深。皖派虽然强调实事求是，
仍带有门户之见。皖派领袖戴震排斥宋学尤严，他对宋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和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受顾炎武治学汉、宋兼采的

思想影响，以阮元、焦循为代表的扬派虽不主张宋儒的治学方法，但并不排

斥宋学本身，他们力主不立门户，兼容并包。张舜徽（2005：7）推崇扬州

学派，认为 “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 ‘创’，像焦循的研究《周易》，
黄承吉的研究文字，都是前无古人，自创新例。其次在于能 ‘通’，像王念

孙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学术渊流，都是融会贯通，
确能说明问题，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

神和风格。” 因此张舜徽用 “能见其大，能观其通” 八个字概括扬州学派的

优良学风，认为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取得的成就，都有圆通广大的气象。
通过前文对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研究实绩的梳理，不难看出，扬州学派

语言学研究亦体现出 “能创能通” “圆通广大” 的特点。

Ｖ　扬州学派语⾔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思潮过渡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

间环节，体现出近代学术的特征。特别是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生

活于鸦片战争前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近代科学的影响，学术研究更具近

代气息。扬州学派的语言学研究对后代影响深远，试举例如下：

　　高邮王氏父子在语言学研究中，已具有近代词汇观念和语法观念。王念

孙父子的 “连语” 用语体现了强烈的语素意识，对当代汉语复合词构词研究，
颇有启发意义。（李运富，1990、1991）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
序言中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虚词研究的继续。王

力认为，高邮王氏父子等人的著作是中国语言学走上科学道路的里程碑。
　　阮元主张由声音以贯通训诂，曾在《揅经室一集》卷五《与郝兰皋论尔

雅书》中说：“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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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以简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

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 郝懿行是阮元门生，后来根据阮元指示作《尔雅

义疏》，只可惜郝氏不甚精通音韵之理，故《尔雅义疏》未臻完善。古代训

诂材料的主要形式是训释（王宁1996：59），历代积累下来的注疏构成中国

语言学的重要宝库，因此阮元主持编刻的《经籍纂诂》价值巨大，这为后来

朱骏声撰写《说文通训定声》提供了素材，当代《故训汇纂》也是在此基础

上扩充而成。
　　再如，汪中的学术对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的撰成颇有启发意义。汪中《述学内篇・释三九中》谓 “古之名物制度不与

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尽知也。若其辞则又有二焉：曰

曲，曰形容”，并举例说明。其中的 “曲” 和 “形容” 就是陈望道《发凡》
中的 “婉曲” 与 “夸张” 辞格，陈望道（1954：135）盛赞汪中：“古来论铺

张修辞最周到的，据我所知，要算汪中为第一”，其引例亦取自汪中。
　　另外，扬州学派在疏证经典时先成《长编》的步骤和方法对清代后期的

学术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俞樾《续论语骈枝》、章太炎《广论语骈枝》
效仿刘台拱《论语骈枝》而作等等，从中都能窥见扬州学派对后人产生的影

响。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语言学研究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创

新，既要为保护古代文化精华服务，又要适应当代语言生活的发展。当代语

言学大家、章黄学派的重要传承人王宁先生曾多次呼吁，要重视挖掘中国古

代语言学家论著里的潜理论，实现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本文简要梳

理了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学术渊源、学术特色以

及学术影响，展示了这一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希望能引起更

多同仁的关注并深度发掘其中的语言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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